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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组织内部视角，影响文化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因素具有跨层次的特点，通常领导者通过组织层面影响一般员工，因此构造“企业家素质——组织创新氛围、组织学习能力——员工创新行为”跨层次分析模型，运用SPSS和HLM软件探索四大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相关，组织创新氛围与组织学习能力在企业家素质和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四大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的跨层次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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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ernal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 impact factors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culture & technology firms corporate hold cross-level features, Generally, leader affects the general staff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therefore we construct the cross-analytic hierarchy model of "entrepreneurship-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limat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apability-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and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among the four factors by employing SPSS and HL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trepreneurship associated with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significantly,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climate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apability play a part-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employee innovation behavior, and exist a certain cross-level mechanism among the four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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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七届六中全会从全党高度和全国范围空前突出了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1]。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促进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34个字，内蕴丰富，影响深远。“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必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主导模式和攻坚方向[2]。实际上，文化和科技融合过程中，文化不是被动地、机械地、简单地受制于科技[3]。文化发展提出了科技创新需求，科技创新为文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文化表现形式拓展文化传播渠道和能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及二者间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共同形成国家、地区、城市的创新力、竞争力、凝聚力，为文化精神注入刚劲有力的生长力[4]。以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为主线，集聚创新资源，激发创新活力，提升创新能力，实现文化科技创新的双重驱动的战略目标。因此，作为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主体的文化科技企业，其技术创新能力涉及到企业资源基础、企业战略规划、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员工创新行为等多方面，因此众多内外因素影响着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形成和发展[5]。已有研究表明，企业家素质、组织创新氛围、组织学习能力和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着企业专利创造能力的培育和发展[6]。因此，明确各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的逻辑关系，对指导文化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文化科技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及产品创新，技术创新能力为文化科技企业创新提供基础支撑和和保障，以鼓励创新和担当风险为核心的企业家素质给企业创新行为带来了心理和物质上的支持和鼓励[7]。我们从组织层面来界定企业家素质，着重关注企业家群体与组织及其所处环境的互动性。正是由于鼓励创新和勇于承担风险的企业领导者在资源、制度、心理上的支持，组织及成员不断对所处工作环境具有的支持创造力程度和创新程度进行心理感知，并逐渐形成推动企业创新的组织创新氛围，从而员工将其作为一种工作价值观保留在了企业文化中，构成创新文化和强创新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促进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发展[4]。知识作为创新的基础，组织作为知识学习的主体，随着组织创新氛围的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则是组织学习能力，组织在整合个人学习能力的基础上，在创新过程中不断对相关知识进行获取、传播、共享、转化、运用和保护。而组织成员作为将知识转化为创意的主导，组织创新氛围和组织学习能力激发了员工在知识运用过程中的创新行为，员工在积极寻求领导者支持和组织支持过程中，将有关新技术、新流程、新技巧或新产品的创意付诸实践并使其产品化，并通过个体创新行为，为文化科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做出贡献[7]。

企业家素质推动着组织创新氛围和组织学习能力的形成与持续发展，从而为员工创新行为提供了可持续的创新环境。正是基于各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产生的“1+1>2”的协同效应，推动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本文以“创造过程”为视角，研究影响企业技术创造能力的四大因素，认为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因素之间存在一定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企业家素质通过组织创新氛围和组织学习能力的培养，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继而员工创新行为作为企业技术创新的起点，不断促进着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我们通过构造“ 企业家素质——组织创新氛围、组织学习能力——员工创新行为”作用机制模型，探索四大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系。

图1  四大影响因素间的动态协同过程

（二）假设提出
1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
组织领导者的素质和能力以及管理理念给组织成员以心理认知。1978年，Burns首次将领导行为方式划分为交易型领导和变革型领导，并系统阐述了领导理论。Bass正式将变革型领导定义为进一步了解下属并激发其高层次的需求，通过建立互信的氛围，促使下属将自身利益位于组织利益之下，使得下属的工作结果超出预期期望。Bass认为变革型领导的重要特征为该组织领导者善于创造一种鼓励创新的组织氛围和组织环境[8]。学者们对领导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Amabile实证研究发现不同领导行为方式对员工创新行为存在不同影响[9]。Shin研究发现变革型领导与下属的创造性存在显著正相关[10]。霍伟伟等将企业家素质或领导行为看作是情景变量，通过元分析和横断历史分析得出，变革型领导对员工创新行为起到较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变革型领导与员工创新在东方文化情景下比在西方文化情景下更具显著正相关关系[11]。Dragoni根据主管对创新和失败的态度，将主管目标取向划分为三种模式[12]，张文勤等进一步对三种模式与研发部门员工创新行为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发展员工目标取向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而回避失败目标取向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负相关，能力展示目标取向与员工创新行为不存在显著影响[13]。即若主管重视团队和员工的学习、强调接受挑战和鼓励创新，组织成员会表现出持续的创新行为，从而为企业带来稳定的竞争优势。因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设：

H1：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呈正相关关系。

2企业家素质、组织创新氛围与员工创新行为

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指导，是企业领导者长期鼓励与支持及员工长期践行所形成的。创新价值观、创新氛围和企业家素质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构成了企业文化的核心体系，其中，企业家素质和企业创新价值观是企业文化内在成分，而组织创新氛围则是其外在表现形式[14]。因此可以得出，企业家素质孕育着企业创新价值观和创新氛围，组织创新氛围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发员工创新意识和创新行为。企业领导者作为形成组织创新氛围的关键，是组织创新氛围的培育者、引领者和实践者，进而引导和鼓励企业成员不断创新。其中，员工创新行为是一种自发式行为，不仅具有情景动机，即受到组织内外环境双重影响，而且具有特质动机，即员工受到个体和组织环境的认知程度与接受程度影响。Amabile以情景动机为研究视角，发现员工创新行为的发挥和组织支持与鼓励、管理层鼓励、团队支持、工作环境自由度、工作挑战性程度呈正相关关系[15]。刘云等根据特质动机研究发现，无论是来源于员工自身的内在激励偏好还是来源于环境的外在激励偏好，均正向影响着员工创新行为，而Scott和Bruce提出的创新行为模型中指出，包括领导、团队支持、个人特质在内的组织创新氛围对员工创新行为起到正向的推动作用，而由创新支持和资源供给所构成的员工心理创新气氛起到了中介作用[16]。Hirst等认为员工个体从事创新行为的内在兴趣和动力来源于对组织的认同[17]。组织创新氛围作为重要的情景变量，推动员工创新行为产生。因此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设：

H2：组织创新氛围在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3企业家素质、组织学习能力与员工创新行为

在配置企业资源和战略优化选择上，企业家被赋予了最高决策权，其影响力深入组织内部。因而企业家领导行为及其素质对整个组织影响范围较大且意义深远。关于学习的论述主要来源于组织行为学，学习是在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的指引下产生的具有持久性的行为改变，其主要关注于对新事物认知能力的培养[18]。从组织层面看，这种行为改变体现在组织绩效上，而从个体层面分析，这种行为改变体现在每一个员工身上。正是员工创新行为下产生的创新产品为组织绩效的提升提供了动力。也正是组织学习能力培养及保持，促使员工不断学习，不断获取对新事物的认知和应用。对企业家素质与组织学习能力的关系进行直接研究的并不多，往往组织学习能力均以中介变量出现。Slater和Narver构造了“领导行为--组织学习--组织绩效”作用机制模型并发现，在有效的领导行为下，通过组织学习，有效的提升了组织绩效[19]。陈国权等认为企业家的TRC三种领导行为导向均对组织学习能力有显著地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对员工分配工作内容、授予一定的权力，并在工作过程中不断被激励，在激励中不断学习实现的[20]。刘子安等学者对高层领导者的魅力型领导行为与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及在不同背景下的差异性进行研究发现，高层管理者的魅力型领导行为与企业自主技术创新具有正相关关系，并且组织学习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21]。而任何创新行为的产生均是由知识为起点，“发现—学习—应用”知识为基础，进行有效的创造性活动。本文以组织内部个体成员的认知过程和知识共享为视角，认为个体的创造性行为和对新知识的认知学习过程密切相关，通过“信息收集——知识转化和积累——创新想法产生——创新行为”这一过程链，促使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可持续性发展。因此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设：

H3：组织学习能力在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基于上述3个假设，本文旨在探索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四个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并构建 “企业家素质——组织创新氛围、组织学习能力——员工创新行为”作用机制模型，在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关系的基础上，验证组织创新氛围和组织学习能力的中介作用，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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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四大因素间的作用机制模型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样本
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期间，我们向全国范围内包括重庆、成都、西安、北京、广州等地的92家具有技术创新能力的文化科技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主要涉及的具体业务有数字出版、动漫、网游、新媒体等文化科技产业。问卷发放给熟悉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的技术研发、创意设计、内容建设等相关部门。为了更客观的描述各变量，每家企业发放1～5份问卷，由相关创新人员填写。我们共发放调查问卷316份，共收回230份，有效问卷193份，有效率为84%。有效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有效样本特征表

	项目
	类别
	比重
	项目
	类别
	比重

	学历
	大专
	9.6%
	年龄
	25岁以下
	16.6%

	
	本科
	48.4%
	
	25-34岁
	54.1%

	
	硕士及以上
	42%
	
	35-44岁
	20.4%

	企业性质
	国企
	36.9%
	
	45-54岁
	8.3%

	
	民企
	38.9%
	
	55岁以上
	0.6%

	
	外企
	14.6%
	主营业务
	数字出版
	30.6%

	
	合资
	5.1%
	
	动漫
	22.9%

	
	其他
	4.5%
	
	网游
	20.4%

	职位
	普通员工
	50.3%
	
	新媒体
	4.5%

	
	基层管理
	22.3%
	
	其他
	21.6%

	
	中层管理
	19.1%
	
	
	

	
	高层管理
	8.3%
	
	
	


2测量工具

（1）企业家素质

企业家素质通常包括心理素质、能力素质和经验素质。朗福臣对我国相关研究成果加以统计分析发现，我国学者最强调的企业家素质依次是创新素质、知识素养、战略素质、经营管理和决策素质[22]。而汪正红针对我国企业领导者进行调研发现，我国的企业领导者较关注的企业家素质是成功欲、协调管理能力、处事能力、承担风险和寻求新机会[23]。因此本文采用张玉明、刘德胜所构建的中国背景下的企业家素质量表，并根据研究需要进行了小范围的修订，最终将企业家素质划分为三个维度，分别是运用决策创新能力、领导协调能力以及知识素养[24]。
（2）组织创新氛围

“组织氛围”属于情境变量，因此在组织创新氛围量表的选用上，应加入本土化元素，并以中国文化为研究背景。我们基于刘云、石金涛等（2009）开发的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创新气氛量表[25]，其中将测量的条目依据研究的需要，进行了细微整合与修订，将组织理念用组织支持替代，运用组织支持、主管（领导）支持、同事（团队）支持作为组织创新氛围的衡量维度。

（3）组织学习能力

组织学习能力并不是组织个体员工学习能力之和，其存在“1+1>2”的协同效应，即组织学习能力是在个体学习能力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组织层面的可持续的学习能力。Carvin将组织学习能力定义为：组织根据已获取的新知识制定出长期目标，并不断调整行为以达到吸收知识、转化知识和创造知识[26]。学习作为知识型组织的灵魂，知识学习是其内涵所在。因此本文主要采用张立新等人的研究成果[27]，以知识学习为视角，认为组织学习能力是一个知识循环和累积的过程，将组织学习能力划分为四个维度，分别为：知识获取能力、知识转化能力、知识运用能力和知识保护能力。

（4）员工创新行为

组织内部员工创新行为作为组织创新的基础，关系到组织的可持续竞争优势的保持。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关于个体创新行为的研究。关于员工创新行为的界定，学者们普遍支持从过程视角来界定该定义。我们赞成包括员工在内的创新行为均具有多阶段的特点，认为员工创新行为是将有关新技术、新流程、新技巧或新产品的创意付诸实践使其商业化的行为表现过程，该过程包括创意寻找、创意确立、创意执行及创意商业化等系统行为过程[28]。并借鉴Scott和Bruce（1994）开发的测量员工个人创新行为的量表[29]，将评价员工创新行为的指标确定为发展创意、寻求支持和创新“产品化”三个阶段性指标，以系统测量员工创新行为。

同时，我们用SPSS18.0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分析，并在相关分析基础上，运用多层次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HLM）对构建的模型进行跨层次分析，以验证所提出的假设。
（四）统计分析
1量表的信效度分析

[image: image2.wmf]a

系数是评价量表的内在一致性系数，适用于态度、意见式量表的信度分析。通过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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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组织创新氛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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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0.909，组织学习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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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0.889，企业家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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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0.899，员工创新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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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为0.916，各分量表中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889，其中各分量表中各维度基于标准化项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729，表明各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较好。

我们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来分析各量表的构念效度。对于企业家素质量表、组织创新氛围量表、组织学习能力量表和员工创新行为量表，数据拟合结果均表明GFI>0.9，CFI>0.9，REMSA<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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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因子分析要求。且各量表的因子载荷均在0.5以上，可见四个分量表构念效度较好。
2相关分析

由于线性相关系数分析要求变量数据服从正太分布，通过正态性检验发现，企业家素质的显著性水平
[image: image9.wmf]Sig

值均小于0.05，断定企业家素质变量服从正太分布，而组织创新氛围、组织学习能力和员工创新行为的显著性水平
[image: image10.wmf]Sig

值均大于0.05，判定组织创新氛围、组织学习能力和员工创新行为不服从正太分布，因此本研究采用Spearman等级相关系数来度量企业家素质、组织创新氛围、织学习能力和员工创新行为四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由表2可知，四大变量之间均具有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企业家素质与组织创新氛围、组织学习能力、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47、0.770、0.581，组织创新氛围与组织学习能力、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673、0.556，组织学习能力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23。由此可知，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均低于0.770，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基本可以忽略，为后续假设验证奠定了基础。

表2  相关系数

	
	企业家素质
	组织创新氛围
	组织学习能力
	员工创新行为

	企业家素质
	1.000
	
	
	

	组织创新氛围
	.647
	1.000
	
	

	组织学习能力
	.770
	.673
	1.000
	

	员工创新行为
	.581
	.556
	.623
	1.000


3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文中所提出的概念模型中，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均属于组织层面，因变量属于个体层面，因此利用HLM可更加精确的对本文提出的概念模型进行显著性检验。

（1）检验假设1中企业家素质对员工创新行为的跨层次直接作用效果，构建模型I：
  [image: image12.png]E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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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检验假设2中组织创新氛围在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效果，构建模型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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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验假设3中组织学习能力在在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效果，构建模型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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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level-1代表个体层面，level-2代表组织层面。个体层面的员工创新行为为因变量，组织层面中的[image: image24.png]B,



为各组织的截距，[image: image26.png]v #u,



分别为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的随机效果。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跨层面分析结果

	
	员工创新行为

	
	模型I
	模型II
	模型III

	企业家素质
	0.627
	0.422
	0.260

	组织创新氛围
	
	0.251
	

	组织学习能力
	
	
	0.353


跨层面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关于中介效果的确认，需满足Baron和Kenny提出的三环节，缺一不可：第一，自变量与因变量显著相关，由模型I计算结果可知，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正相关，回归系数为0.627（p<0.001），假设1成立；第二，自变量与中介变量显著相关，根据表2已知，企业家素质与组织创新氛围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647，企业家素质与组织学习能力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77；第三，将中介变量引入模型后，使得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下降或者使得二者不显著相关，由模型II可知，在第一步基础上，将组织创新氛围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使得企业家素质的回归系数从模型I中的0.627（P<0.001）降为0.422（P<0.001），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相关，但显著性水平下降；由模型III可知，在第一步的基础上，将组织学习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引入，使得企业家素质的回归系数从模型I中的0.627（P<0.001）降为0.260（P<0.001），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显著相关，但显著性水平下降。由此可知，组织创新氛围与组织学习能力在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与假设3得到验证。

（五）结论
文化科技企业的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创新能力也是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系统深入研究文化科技企业技术能力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丰富了文化科技企业技术能力的相关理论，也为文化科技企业技术能力的培育及发展提供了有效指导。本文从组织内部出发，选取企业家素质、组织创新氛围、组织学习能力和员工创新行为四大不同层面的影响因素，探索四大影响因素之间存在的关系。通过构建跨层面作用机制模型及实证数据验证得出：第一，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第二，组织创新氛围与组织学习能力在企业家素质与员工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文化科技企业在进行技术创新能力培养与发展的同时，领导者们应注重企业家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以风险承担为视角，文化科技企业领导者应不断提高承担风险的能力、组织决策能力和投资能力。以经济学为视角，文化科技企业领导者应不断提高其对市场环境的预测能力和合理配置资源能力。从创新能力为视角，企业领导者应不断提高文化科技管理创新能力[22]。企业领导者通过有效的经营管理活动和鼓励创新意识的传递，给予员工一定的正面引导，使组织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创新氛围，并以组织学习能力为有效支撑和保障，促使员工有能力去进行创造性活动。任何能力的产生并不是各影响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在相互影响中产生的协同效应有效促进了能力的形成并不断发展。因此，文化科技企业应尽可能统筹各个影响因素并使其协调发展，为技术创新能力的可持续化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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